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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居民”。

瞿立峰没有通过团购赚过一分钱，甚至还倒贴了一些，“封

控期间，货物送过来总会有些损耗，而且我们居民知道后也说

愿意帮我承担，不过钱不多，我想就算了”。比起这些佣金，

瞿立峰更看重自己的声誉，“我是一名党员，有责任在社会需

要的时候站出来做点事”。

跟瞿团长的团，总是比较放心的，“每次团购鲜奶，我都

要求供应商必须优先配送我们小区，另外一个要保证日期新鲜，

不能是临期鲜奶，否则就不团购了。这些要求也是一次次经验

教训换来的。有一次，我们小区团购了某品牌的豆制品，因为

疫情期间冷链车送货量很大，我们小区的货又是最后到的，送

到的时候不少产品都已经变质了，这种事情肯定还是团长来做

售后，就联系供应商把变质部分的金额退给了我们。疫情期间，

这样的事情总归还是会有情绪的，但这种货物损耗也难以避免，

所以后来再也没团过豆制品了”。

随着 5 月上海社会面清零，他作为保供单位员工回到了工

作岗位上，每天忙于工作，分给团购的时间也少了许多，做完

手头的两单团购订单后，尽管还有之前的商家联系他，希望他

再开团，不过他不打算再团了。“商超已经恢复了供应，团购

单量也渐渐少了，除非疫情原因小区又封控了，否则我不打算

再做了。”

有居民因为价格实惠仍然期待着团购，也有不少小区居民

是因为看中团长个人的资源，想买到高品质的商品还想继续团

购。刘晓琴（化名）是上海较早开始开团的团长，上海封控前，

她陆续带着小区居民团购了奶茶、面包等网红商品，疫情封控

期间，她停止了改善型商品的团购，转向了保供型物资的团购，

随着疫情好转，后期她手上的团购慢慢转向了网红商品团和精

品团，订单数量也还可以，“我们小区的消费群体属于对品质

有要求的人，对于市面上比较难买到的产品，比如高端精品水

果等，价格会比他们散单购买划算”。刘晓琴告诉《新民周刊》：“我

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热心的人，既然我有资源能够找到好的货品，

我的邻居们也有这个需求，何乐而不为呢？”

武汉团长今何在？

疫情封控期间，上海人民对于“团长”有了全新的认识。其实，

团长的工作内容用一个名词来代替，就是社区团购，这一现象

魂人物，又将何去何从呢？

6 月，上海团长都退役了吗？

95 后的菲菲，在这个春天阴差阳错成了“上海团长”，这

多少出于被逼无奈。住在长宁区某老小区的她，居民大多数都

是老年人，不太会使用信息化设备，为了解决自己抢菜难的问题，

她当上了团长，通过“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上的团购信息解

决货源问题后，她又千方百计拉了一个团购群，终于把珍贵物

资塞满了自己的冰箱。

不过当了 6 天团长，她就瘦了 6 斤，所以“当 5 月初小区

降级为防范区后，大家可以自己出门采买，我就没有再继续做

团购了，卸下重任，一身轻松”。

不过，团长并非一个说不干就不干的职业，因为总有居民

想团购东西。“一个是因为疫情期间物资需求大，甚至有些囤

货式团购；另一个是团购价格比起自己散单购买，有时候会便

宜一些”。瞿立峰说。

于是，即便在上海重启，复工复产的当下，不少小区仍然

还有团购。作为 13 万保供型团长（蔬果肉蛋、米面粮油）的一

分子，瞿立峰只开团采购基本的生活物资，“主要是希望能给

我们小区一些基础物资的保障，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进而减少我们小区的感染风险”。

瞿立峰在一家连锁餐厅担任餐厅经理，又是一名党员，

有很强的责任心，通过朋友或者网络公开信息，找到不少能

够配送的货源。“因为我拿到的价格比较低，所以小区里还

有居民希望我开团，比如市面上一盒牛奶是 25 元，供应商给

到我的裸价是 19 元，我就 19 元开团，居民觉得实惠，就想

继续团购。”

团长工作量很大，需要统计、分发，还需要对货品质量负责，

幸好瞿立峰所在的小区，在疫情期间有相对完善的社区自治制

度，还有专门的团购小组，“组员们特别好，还愿意为小区居

民做事情，有人负责收集团购信息，有人负责接货，我只需要

打电话沟通一下，所以我又继续做了团长”。

瞿立峰做团长不求回报，他的团购组组员们也都是义务劳

动，他们在疫情期间的团购也没有用快团团这样的小程序，而

采用了网络共享文件的方式，由志愿者统计信息后群收款，“这

样就节省了团购软件向团长收取的手续费，能够把最大优惠给


